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УТРАЧЕННЫЙ ШАНС? 
НОВАЯ ПОПЫТКА КОМПРОМИССА МЕЖДУ КОМПАРТИЯМИ СССР И КНР  

ПОСЛЕ Н. С. ХРУЩЕВА 
 
В 1964 г. в руководящей группировке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произошли серьезные изменения – был смещен с по-

ста Генеральный секретарь ЦК КПСС Н. С. Хрущев. Казалось, что возникла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для появления разрядки 
напряженности в отношениях между двумя странами. Узнав о падении Хрущева, Мао Цзэдун немедленно собрал 
заседание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КПК с целью обсуждения дальнейшег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курс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Затем 
ЦК КПК принял решение в период празднования 47-й годовщины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отправить в СССР 
делегацию во главе с премьером Чжоу Эньлаем, чтобы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попробовать выяснить отношение к Китаю 
со стороны новой руководящей группировк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а также нащупать новые пути для совмест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КПК и КПСС в новых условиях.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указанием Мао Цзэдуна, делегация должна была 
«подтолкнуть» КПСС к отказу от генеральной линии XX съезда, к сближению с политическим курсом КПК. Что 
же касается советских руководителей, то они подчеркивали правильность линии, утвержденной XX, XXI и XXII 
съездами, а также открыто провозгласили, что не может произойти изменений ни во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е Советско-
го Союза, ни в решениях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принятого этими съездами программного курса КПСС. Инцидент с мар-
шалом Малиновским, который произошел до начала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между двумя партиями, создал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ые 
препятствия для примирения между ними. В конечном счете, переговоры были сорваны. На самом же деле, к 
этому времени уже не существовало условий для примирения между КПК и КПСС – невозможно было пойти на 
уступки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ого характера, не было резервов для достижения компромиссов по главным вопросам, ко-
торые обсуждались. Поскольку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примирения между двумя партиями не существовало, то нельзя ска-
зать, что они ее утратили.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Хрущев, Мао Цзэдун, Чжоу Эньлай, КПСС–КПК, XX съезд, маршал Малиновски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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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的机遇？ 

——赫鲁晓夫下台后中苏两党和解的新尝试 
 

1964 年，随着中苏两党意识形态论战的展开，国际共运中几乎所有的党里都有毛泽东的

追随者。由于毛泽东在处理党际关系时，主要是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中的左派联合，依靠

左派党开展共产主义运动，支持各国的革命斗争，支持世界革命，中共实际已成为另一个政

治中心。加之左派队伍不断壮大，初具阵营的规模，国际共运由此呈现出分裂的状态。在这

种情况下，毛泽东其实已下定了另立门户的决心。对他来说，既然苏共是修正主义政党，世

界上多数共产党也都已经变修，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同流合污了，那么国际共运的内涵实

际也已发生变化，中国党应该转而率领左派党支持亚非拉国家的反帝革命斗争，开辟国际共

运的新天地，确立起中共作为世界革命领袖的地位。以此，正式向赫鲁晓夫对国际共运的领

导权提出挑战，并且要将分裂的责任推给苏共承担，只是时机的选择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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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召开兄弟党会议问题上的争执陷于僵局时，克里姆林宫发生权

力更迭，苏共中央十月全会解除了赫鲁晓夫党和政府领导人的职务，由勃列日涅夫就任苏共

中央第一书记，柯西金出任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的下台，似乎给中苏关系的和解带来了

新的机遇。但是事实上，中苏两党在对缓和双方关系的评估中，仍然继续坚持认为自己的立

场代表了马列主义的原则基础，与此相应，双方和解的基础实际也依旧是各自的原则立场。

差距只在于双方寻求和解的目标有所不同：苏方以为导致与中国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是赫鲁

晓夫的个人品质，苏共搬开了这块绊脚石，苏中关系的改善即应大有希望，苏共接受求同存

异的团结方式。此为一种务实的和解方针。中方则认为赫鲁晓夫的下台是中共意识形态斗争

的胜利，苏共有可能纠正赫鲁晓夫的错误，向中共的轨道靠拢。对于毛泽东来说，在国内经

济和国际共运的环境均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实现中苏和解的底线已不是求同存异，而是苏共

新领导集团改弦更张向中共的正确路线纲领趋同。毛泽东要借赫鲁晓夫下台之机，彻底清除

苏共的“命根子”1——二十大在国际共运中的法定地位，扭转中共在国际共运中的被动局面，

使世界革命党的斗争能够顺利地沿着中共的路线发展。毕竟中共在两次莫斯科会议上做出的

实质性让步，导致世界共产党、工人党国际大会肯定苏共一党的会议，并将对二十大的高度

评价写入会议的共同文件：莫斯科宣言和声明之中，造成了赫鲁晓夫的思想体系成为国际共

运共同准则的事实，从而令中共在与苏共的竞争中陷入了受羁绊的被动境地。这实际是一种

建立在干涉他党内部事务基础上的团结诉求。因此，就毛泽东而言，与其说是尝试寻求与苏

共达成新的和解，不如说是要为中共继续沿着传统的国际共运轨道前进做最后的努力。即，

如果苏共新领导人能够改弦更张，国际共运能以中共的路线纲领为指导，则中共将留在国际

共运内，引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沿着毛认为的正确路线前进，否则中共将退出国际共运，

另起炉灶，领导世界革命运动。 

过去，对于赫鲁晓夫下台后周恩来赴莫斯科与苏共新领导人进行接触及会谈的过程，囿

于材料缺乏，尚无系统、客观地考察和评说；中国当事人的口述历史材料和文章，一些细节

也多有出入或模糊不详；2国外两部关于中苏关系的最新研究著作  [Lorenz,  2008;  Radchenko, 

2009]，在考察这一问题时，基本依据的是俄国档案，而较少利用中国的第一手材料。笔者

将以中国档案，特别是外交部最新解密档案文件，以及俄国新解密档案为史料基础，对苏联

领导集团更迭后毛泽东寻求与苏方接触的目的，中苏双方为实现新的团结启动会谈的方针立

场，其间发生的马利诺夫斯基事件，以及中苏两党能否把握这次和解机遇等问题，进行考察

和客观评估。 
 

一、苏共新领导集团执政伊始的基本立场及变化动向 
 

1964 年 10 月苏共中央召开全会，决定解除赫鲁晓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

席的职务。但是这种最高权力的更迭，并不意味着苏共路线方针，尤其是对外政策也随即转

型。苏共新领导人迅速摆出了按既定方针办的姿态，只是在一些提法和做法上，也陆续显露

出了一些不同于以往的似乎是向左转的迹象。 

1.  确定维护苏共以往路线纲领的基本立场。 

10 月 14 日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的全会公报即已明确提出，“世界上任何一个党都没有我

们这样一条富于经验而又可靠的对外政策路线”，苏共“现在和今后都坚定地站在列宁主义立

场上，捍卫党的纲领、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历史决议”。关于赫鲁晓夫的

错误，全会批判的重点在其国内政策、工作作风及搞新的个人迷信上。至于外交方针，赫鲁

晓夫的失误仅在于“实行时采取的方法和行动不妥当”，诸如在苏伊士运河、柏林、古巴问题

上犯了冒险主义的错误，导致危机的发生；即便指出赫鲁晓夫“只要苏联和美国谈妥，世界

                                                 
1 中共在 1960 年代初时即已认为苏共把二十大当作了自己的命根子。外交部档案馆，109-03043-01，第 6 页。 
2 1997 年 10 月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项目、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在北京

联合举办了“冷战与中苏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邀请了中俄双方当年曾作为翻译参与中苏两国领导人会谈的

当事人。其中参加 1964 年 11 月周恩来与苏联新领导人会谈的中俄历史见证人，对于马利诺夫斯基事件等情的一

些细节的回忆有出入，令人困惑。目前，随着俄国和中国外交部档案的相继解密，我们可以基本还原历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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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就不会有战争”的口号是错误的，其着眼点也是这一口号忽视了资本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

没有执行利用西方阵营中的争吵与矛盾，削弱美国地位的任务。 

在总结苏联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特别是与中国的关系，维护国际共运的团结问题时，

苏共新领导集团也并无原则性的检讨，以及对中共做出实质性让步的意思。报告仍然将国际

共运分裂的前景归咎于中共，指出，社会主义阵营“出现分裂危险的主要原因，是滑向大国

民族主义和新托洛茨基主义立场的中国领导人进行的破坏活动”，赫鲁晓夫的过错只在于其“

同兄弟国家领导人谈话时，表现粗暴，缺乏涵养，高傲自大，语出伤人”。赫鲁晓夫的个人

品质及任性做法不啻于是授“中国分裂主义者”以柄，使之借以分化拉拢一些党派组成了自己

的阵营。为此，“在同中国领导人的错误进行斗争”时，苏共首先是“不能放弃原则性立场”，

其次是在此基础上，“理智地、更明确地、更细致地实行同所有共产党合作的列宁主义政策”。3 

十月全会甫一结束，苏共中央即在向中共方面通报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时，明确表述了

自己的基本立场。10 月 16 日零时 5 分至 30 分，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受苏共中央委托，

紧急约见中联部副部长伍修权，递交了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通知。该通知不仅强调了苏共

路线纲领的无变化，而且还特别指出，苏共今后要为国际共运的一致性而斗争。伍修权表示

将尽快转告中共中央[余湛，1994。第 14–16页]4。 

继之，为稳定国内政局，苏共中央着手统一全党及全国的思想。一方面，在向各级党组

织传达中央全会决议、说明赫鲁晓夫错误的同时，突出强调以往苏共总路线的正确性，强调

苏联对外政策的正确性  [Никита…,  2007。С. 271–280]。一方面，通过党报和公开讲话，宣布

苏共中央的立场。《真理报》10 月 17 日、19 日、21 日连续发表社论，阐述苏共新领导集

团的内外政策，一再宣称苏联的内政外交政策不变，强调苏联的由马列主义思想光辉照耀着

的道路，是由苏共在“第二十次、第二十一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集体制定的总路线和

苏共纲领确定的”，苏共将继续执行这条总路线和总纲领；11 月 1 日又以《共产主义建设者

的伟大旗帜》为题发表编辑部文章，进一步阐释二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纲的理论意义和政治意

义，宣传新党纲所提出的“全民国家”的“科学结论”，宣称苏共将“永远忠于在第二十次至第二

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和苏共纲领中制定的列宁主义总路线”。勃列日涅夫则于 10 月 19 日在莫

斯科红场举行的欢迎苏联“上升号”宇宙飞船宇航员的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说：“我们党第二

十次、第二十一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所制定的我们党的总路线是列宁主义的路线。它过

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共产党和苏联政府整个对内对外政策的唯一的、不可动摇的路线”。“苏

联对外政策不可动摇的基础是：列宁的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原则”，“这是在当前条件

下唯一明智的政策。世界上一切正直的人们理解、赞同和支持这一政策。”5 

2.  一些方针政策显露变化的新动向。 

不过，尽管苏共中央表明了继续执行以往路线方针的态度，但是与过去相比，对一些问

题的提法和一些做法还是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其中关于对外政策、中苏关系及国际共运问题

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对“和平共处是外交政策总路线”的提法做出补充解释。《真理报》10 月 17 日社论

在为苏联的外交总路线下定义时，除和平共处的原则外，还增加了“为和平和国际安全”而斗

                                                 
3 以上参见苏共中央主席团在苏共中央十月全会上的报告 1964 年 10 月 14 日，Архив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АВПРФ). Ф. 2. Оп. 67. Пакет № 223. 中译文引自 [阎明复，2008。第 319–360 页]。关于

赫鲁晓夫的口号“只要苏联和美国谈妥，世界上就不会有战争”，中方的报道为“苏美合作，主宰世界”。 
4 伍修权接见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的谈话记录 1964 年 10 月 16 日，外交部档案馆，109-02708-03，第 1–3

页；契尔沃年科与伍修权会谈备忘录 1964 年 10 月 16 日，Рос. гос. архив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 (РГАНИ). Ф. 5.               
Оп. 49. Д. 716. Л. 360–361. 国内一些文献将这次会见的时间写为 10 月 14 日深夜或晚，应有误（如[吴冷西，

1999。第 829–930 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98。第 258–259 页]）。苏共中央的通知中写道：“苏共中央全

会一致强调指出，苏共今后仍将坚持不渝地遵循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的决议和我党的纲领，将坚定地在

莫斯科宣言和声明的基础上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致和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而斗争。”苏共中央关于解除赫鲁

晓夫党内外职务给中共中央的通知 1964 年 10 月 16 日，外交部档案馆，109-02708-03，第 3 页。 
5《人民日报》1964 年 11 月 6 日第 5 版；新华社编《内部参考》第 3669 号 1964 年 10 月 27 日第 19–21 页；

《新情况》特字第 27 号：赫鲁晓夫下台后苏联内外政策变化的动向 1964 年 10 月 23 日，外交部档案馆，109-
02708-01，第 94 页；《人民日报》1964 年 10 月 30 日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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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的内容；阐释说苏联“奉行和平政策，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企图作斗争”，从而“有助于各国

人民为社会解放和民族解放进行顺利的斗争。” 

其二，强调帝国主义威胁和平，苏联要加强国防力量。柯西金 10 月 19 日在欢迎宇航员的

招待会上发表的讲话和《真理报》10 月 21 日社论都提出，世界上仍然存在帝国主义势力，它

们使国际关系尖锐化，给和平和安全造成威胁。苏联今后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加强国防能

力，保证苏联边界的不受侵犯，保证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安全。世界各国人民要保持警惕，揭

露帝国主义战争挑拨者的阴谋。 

其三，提高反帝反殖、支援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调子。勃列日涅夫 10 月 19 日红场讲话

和《真理报》10 月 21 日社论均明确提出，苏联的国际职责、国际主义义务是全力支持各国

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反对一切形式的帝国主义附庸，争取社会和民

族解放的正义斗争。同日，柯西金在欢迎宇航员招待会上的讲话则强调说，苏联“将为彻底

消灭殖民主义和一切形式的新殖民主义、为所有被压迫人民的解放而斗争”。 

其四，对一些重大国际事件和重大外交措施，或者略而不提，或者改变提法。10 月 15 日

是美英苏三国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生效一周年，但是 10 月 19 日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的讲话

及《真理报》社论，都只字未提此条约；关于建立联合国部队的建议也未见提及；指责美国

侵略古巴的活动威胁普遍安全和世界和平；警告美国不得侵犯越南主权；在苏德友好条约签

订以来首次重申尽速缔结对德和约并在此基础上变西柏林为非军事化自由市的主张。 

其五，虽然勃列日涅夫讲话和《真理报》社论等继续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共运的一

致性、苏共将捍卫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强调社会主义各国和国际共运的团结，但

是反华宣传已基本停止。除 10 月 16 日苏联报纸曾转载伊拉克共产党的反华言论，17 日和

18 日《真理报》先后转载法共、意共和伊（拉克）共的反华言论外，从 10 月 19 日起至月

末，苏联各报已完全停止反华宣传，不再刊登点名或明显影射攻击中共的言论，包括其他党

攻击中共的材料；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 19 日的讲话未公开指名或影射攻击中国；《真理报

》19 日在次序较前的位置全文刊登了中国领导人给苏联新领导人的贺电；苏联中央各报在

报道中国原子弹爆炸的消息时均未予以攻击；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格里申 20 日在布达

佩斯世界工联理事会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未反华。 

其六，尽管《真理报》10 月 17 日和 21 日社论，以及勃列日涅夫 19 日的讲话都声称苏共

将一如既往地积极执行召开所有共产党的国际会议的积极路线，强调参加会议的成员是“全

世界各马列主义政党”，但都只是一般性地提及，而不提召开兄弟党会议的具体时间。6 

对于中国方面来说，上述这些变化似乎表明苏共新领导人的大政方针中还含有某种不确

定因素，其为中苏关系的变化，勾勒出了某种不确定的前景。 
 

二、中苏两党关于恢复双方关系的新设想 
 

毛泽东在已知苏共表态不改变其路线纲领的情况下，依然决定暂停公开论战，派代表团

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纪念活动，试探改善关系的可能性。按照他的话说就是，到莫斯科去

进行火力侦察，看看对方的反应，就是要“把推放在第一位，争取苏共新领导往好的方面变

化”。这实际是一种不留余地的寻求和解的方针，其重点在于摸清情况，而非进行实质性和

解工作。在毛看来，停止论战，举着和好的旗帜到莫斯科去可以争取人心，中共现在需要积

累资本。出发点还是对国际共运领导权的关注。苏共中央则对即将到来的与中共领导人进行

面对面交流的新机会，充满期待并寄予厚望。苏共领导人希望双方能够更为理智和实际地调

和两党之间的分歧，设想在不放弃自己原则立场的前提下，利用这一轮会谈，务实地寻找共

同点，力争求同存异，达成新的和解，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双方的关系。 

1.  毛泽东定下“把推放在第一位”的基调。 

                                                 
6 以上 6 个方面，参见《人民日报》1964 年 11 月 6 日第 5 版，10 月 30 日第 3 版；《内部参考》第 3669 号

1964 年 10 月 27 日第 19–21 页；《新情况》特字第 27 号 1964 年 10 月 23 日，外交部档案馆，109-02708-01，第

94-97 页；驻苏使馆致外交部、中联部电 1964 年 10 月 29 日，外交部档案馆，109-02708-02，第 1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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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中共中央应该在 1964 年 10 月 14 日苏共中央全会结束后即已

获悉情况。从 10 月 15 日起，毛泽东差不多每天都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赫鲁晓夫下台

的问题。根据中共领导人的分析，赫鲁晓夫的被迫辞职应与中苏两党的大论战有关，中共发

表的九评，揭露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的真面目，打中其要害，使之处于非常难堪的境地。

苏共中央十月全会的决定，不过是证实了毛泽东在 3 月份做出的赫鲁晓夫可能要垮台的预见。

根据毛泽东的估计，苏共新领导集团今后会有一些改变，但不会很快，也不会大幅度地变。

变化的可能有三种：第一种是从修正主义变成马克思列宁主义，目前这种可能性小。第二种

是变得比赫鲁晓夫更坏，这种可能也不大。第三种则属于中间状态，即仍然搞修正主义路线，

不过在做法和策略上有某些改变。这种可能性比较大。据此，毛泽东最初确定的方针是静观

其变，“一肯二看”，即对苏共中央解除赫鲁晓夫职务的决定表示肯定和赞赏  [吴冷西，1999。第

833、836–839、841 页]  7。 

10 月 16 日子时契尔沃年科紧急约见伍修权、递交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通知之后，伍修

权即通过杨尚昆将此通知的情况报告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是日清晨，中共

中央办公厅又向所有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委员做了通报。上午发行的《人民日报》则刊登了苏

方关于赫鲁晓夫下台的公报[吴冷西，1999。第 829–930 页8]9。尽管苏共中央的通知已表明

了苏共将遵循二十大至二十二大的路线，也即维持赫鲁晓夫原有方针不变的立场，毛泽东还

是按照其“一肯而看”的方针，迅速做出指示，由毛、刘、朱、周联名给苏联新领导人发贺电，

表示对他们寄予希望，并指出，贺电要发给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三个人，这不是一

般礼节性的祝贺，而是在重要时刻发出的重要政治文件，要说一点有实质内容的话。据此，

由外交部苏联东欧司负责起草的贺电提出，中共、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于伟大的苏联、

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的每一个进展，都是高兴的”，并“祝中苏两国人民兄弟

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不断发展”，表达了开展大论战以来所没有过的比较热情、有所赞赏的态

度。该贺电当日即递交契尔沃年科，并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于当晚播出，《人民日报》次日

（17 日）于头版的位置予以发表[余湛，1994。第 19–20页；吴冷西，1999。第 839 页]10。 

与苏共停止反华相对应，中共从 10 月 16 日起也停止发表与苏共论战的文章，以及其他

兄弟党左派批判赫鲁晓夫的文章；并通过一些公开场合的讲话和与外宾的谈话，表达准备主

动与苏联改善关系的意向，摆出了一种按兵不动、对苏友好的姿态[Никита…,  2007。C. 330–

334；吴冷西，1999。第 840 页] 11。 

面对苏共中央紧锣密鼓地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以及其间显露出的一些提法、做法

有所变化的迹象，毛泽东在静观 10 天后，决定要采取行动了。10 月 27 日，他在政治局常

委会议上部署说，可以考虑主动向苏方提出派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节的庆祝活动，

并且打破常例，在此非逢五逢十的纪念日里，派出由周恩来和贺龙为首的有分量的党政代表

团。我们现的方针应该是“一推二看”，就是要把推放在第一位，争取苏共新领导往好的方面

转变[吴冷西，1999。第 841–842页]。 

根据这一方针，中共中央首先采取了三个步骤。 

其一，主动向苏方提出进行接触的建议。10 月 28 日晚，周恩来约见契尔沃年科，提出两

点建议：第一个提议是，中共有意派一个党政代表团去苏联祝贺十月革命节，顺便同苏共党

政负责人进行接触。如果苏方有困难，第二个提议是，中共欢迎苏联的负责同志到中国来，

                                                 
7 另外，契尔沃年科 10 月 16 日向伍修权通报消息时，伍修权的表现给契尔沃年科留下的印象就是，中国方

面似乎在此之前便已通过某种渠道了解了他所要通报的实质性内容。契尔沃年科与伍修权会谈备忘录 1964 年 10
月 16 日，РГАНИ. Ф. 5. Оп. 49. Д. 716. Л. 360– 361。 

8该记述的时间为“14 日深夜”和“第二天一清早”，应有误。 
9 伍修权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的谈话记录，外交部档案馆，1964 年 10 月 16 日，109-02708-03，第

1–3 页；苏共中央全体会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分别发表公报，赫鲁晓夫下台《人民日报》1964 年 10 月 16
日第 1 版。 

10《人民日报》1964 年 10 月 17 日第 1 版。 
11 查 1964 年 10 月 16 日起至 10 月 31 日的《人民日报》，已无此类文章发表。在谈话纪要中，契尔沃年科

向国内通报说，近日彭真在一个北京市委积极分子会议上提出中国领导人打算主动改变同苏联的关系，周恩来接

见日本社会党人士时也表述了此意思。经查，《人民日报》对于前者无报道，后者则只发布了 10 月 26 日周恩来

接见日本社会党代表团的简短消息（《人民日报》1964 年 10 月 27 日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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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接触，不论是公开的，还是不公开的，中方都欢迎。如果这两个提议对苏共来说都有困

难，中共愿意听听苏共的建议。周恩来并谈到，“为了达到团结，分歧要克服，关系要调整。

所以我们要进行一些接触。事情要一步一步地做”。12以此率先打破大论战以来中苏两党之间

的僵局，为实现两党新的接触提供了台阶。 

其二，以缓和关系的姿态确定代表团的规格和团长人选。10 月 29 日，周恩来再次接见苏

联大使，进一步提出中共中央决定派以周恩来为首的党政代表团去苏联  [Никита…  ,  2007。                      

C.  330–334]  13。一方面明确了中国代表团的规格为党中央副主席、政府总理一级；一方面示

意苏联，代表团团长为其能够接受的相对温和务实的周恩来，而不是咄咄逼人的论战斗士邓

小平。 

其三，率先提出邀请 12 个社会主义国家同派代表赴莫斯科的建议，并在正式向苏方提出

此建议和对方尚未做出回应之前，先后向各党通报消息。10 月 29 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

会上提出，中共自己主动派重要代表团去还不够，可考虑建议 12 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派代表

团去参加庆祝十月革命节。他解释说，我们一家去太孤单，由于过去一贯跟随苏共走的那些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多数都希望苏共维持原来的路线不变，所以，我们可以与越南、朝鲜、罗

马尼亚、阿尔巴尼亚驻中国的大使通气。于是同日，周恩来先于接见契尔沃年科之前约见了

越、罗、阿、古、朝五国驻华大使、临时代办，向他们通报其 28 日与苏联大使谈话的内容，

并介绍了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的进一步建议，即邀请 12 个社会主义国家派代表去莫斯科参

加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庆祝活动，同时进行必要的接触。嘱他们可分别直接向苏方提出去莫

斯科的建议。即之，周恩来正式向契尔沃年科说明了中共的这个建议。10 月 30 日，周恩来

又接见保、匈、捷、波、蒙、德六国驻华大使，通报中方的提议，建议六国党和政府提请苏

方邀请其派团去苏[吴冷西，1999。第 842‐843 页;  周恩来…，1997。第 681–682 页]14。亮出

一种召集人的姿态，既向其他兄弟党显示中共是寻求改善中苏关系的主动方，为树立中共是

国际共运团结维护者的形象做了铺垫，又为改善中共在莫斯科势单力薄的不利处境提供了条

件。 

在苏共中央 10 月 31 日表示接受中共派团出访莫斯科及邀请其他兄弟党参加十月革命节

庆典的提议后，11 月 1‐4 日，毛泽东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进一步阐释了他的“一推二

看”的方针，说明中国党政代表团莫斯科之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现场观察，看看苏共可能往

哪个方向走，这叫做火力侦察。中共举着和好的旗帜到莫斯科去是得人心的，“我们现在需

要积累资本”  [吴冷西,  1999。第 848–850 页]15。毛泽东决策与苏共新领导人进行接触的方针

进一步明朗化：其底线是已有的原则基础不变，中共不会为缓和与苏共的关系而做出原则性

让步，谈判的基调是“推”苏共向中共的立场趋同；方法为通过“推”进行摸底，观察苏共中央

有无转变立场的可能；目标则是争取莫斯科改弦易辙，争取人心，积累资本，将国际共运分

裂的责任抛给苏共，为取得共运领导权，或说是使国际共运沿着中共认为的正确道路发展做

准备。 

随着十月革命节的临近，中国方面开始加紧步伐落实毛泽东的这一方针，为实现既定目

标做准备。 

第一，渲染友好态度，为即将到来的莫斯科中苏两党谈判营造良好氛围。10 月 31 日，外

交部礼宾司拟订出两套向苏联赠送礼品的方案，其中第一方案援例中国党政代表团 1957 年

和 1960 年赴苏参加莫斯科会议时的礼品规格，赠送范围大，从国家领导人到接待人员乃至

招待人员皆有份，礼品的等级高份数多。外交部认为，为了更好地配合这次出访工作和制造

一些团结友好的气氛，第一方案较好。第二方案的送礼规格则大大降低。外交部按第一方案

备齐礼品，由代表团到莫斯科后视情况决定采用哪种方案。16  11 月 5 日，由毛刘朱周联名

                                                 
12 外交部、中联部致潘自力电 1964 年 10 月 29 日，外交部档案馆，109-02678-01，第 5 页。 
13 中联部、外交部致潘自力电 1964 年 10 月 30 日，外交部档案馆，109-02678-01，第 7–8 页。 
14 中联部、外交部致潘自力电 1964 年 10 月 30 日，外交部档案馆，109-02678-01，第 7-8 页。 
15 中联部、外交部致潘自力电 1964 年 11 月 2 日，外交部档案馆，109-02678-03，第 20 页。 
16 第一方案，国家领导人的甲级礼品 28 份，每份价值 600–800 元；有关部长的乙级礼品 20 份，每份价值

200–300 元；有关司局长和接待人员的丙级礼品 100 份，每份价值 50–100 元；另备 100 份赠送招待人员的礼品。

各级礼品以实物为主，分为甲、乙、丙三等，包括瓷器茶具、台布、衣料、名酒、茶叶、烟具、钢笔、丝头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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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电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祝贺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贺电强调中方真诚地希望中苏两党在

1957 年宣言和 1960 年声明的革命原则的基础上，紧密地团结起来。毛泽东并亲笔加写了“让

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在我们的坚强团结面前发抖吧！”的口号[吴冷西，1999。第 854页]17。 

第二，为周恩来的出访造声势，打造中共高举团结旗帜的形象。11 月 2 日，外交部拟订

出为以周恩来为首的党政代表团送行的计划，其规模大，共约 100 余人；规格高，由刘少奇

、邓小平、彭真等人领衔送行。同日，外交部批准中国驻苏使馆拟订的方案，即中国代表团

抵莫斯科时通知所有建交国使馆和一些平时有友好往来的未建交国使馆。中国驻苏使馆将中

国党政代表团抵莫斯科的时间共通知了 52 个国家的使节，11 月 5 日，当周恩来等人抵达莫

斯科伏努科夫机场时，有 40 国的使节前往迎接，除东欧国家（不包括罗马尼亚）及蒙古使

节未到场外，绝大多数建交和未建交的亚非民族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的使节均到机场迎接。18 

第三，集中报道兄弟党对赫鲁晓夫下台一事的表态，突出显示在召开国际会议问题上意

见仍然不统一的状况，预告举行兄弟党会议与分裂国际共运之间的责任归属问题。11 月 2

日至 4 日，《人民日报》集中发表了 16 个兄弟党就赫鲁晓夫被解职及国际共运的发展问题

所做的讲话、声明、决议、公报等等，其中日本、新西兰、瑞典和荷兰的共产党或表示反对

召开国际会议，或主张推迟，或认为要筹备国际会议，尚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19 

11 月 5 日，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启程经新西伯利亚前往莫斯科。次日，当中国代表

团对苏联党政领导人进行礼节性拜访、参加十月革命节庆典时，20  中共中央开始利用庆祝十

月革命节之机，在中苏两党正式会谈前做最后的文章：一方面决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

、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中央政治局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苏联驻华大使馆将于 7 日举行的庆祝十月革命 47 周年招待会，

摆出几年来所不曾有过的友好姿态[吴冷西，1999。第 854 页]  21；一方面通过领导人的公开

讲话、党报社论，表明中共的立场。 

11 月 6 日，北京隆重集会庆祝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中共中央委员、中苏友好协会总会

副会长刘宁一宣读了经过毛泽东审定并修改的讲话稿，指出，十月革命的道路，就是实行无

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重申中共的一贯立场，强调全世界人民当前的迫切任务，

是要集中一切力量来反对主要的敌人美帝国主义，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团结，必须建立在反

对帝国主义、支援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的基础上。翌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毛

泽东审定并修改的社论重提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建议，突出阐述中共提出的现阶

段国际共运的总路线，强调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要特别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当前国际

共运的主要危险仍然是现代修正主义，赫鲁晓夫是现代修正主义的主要代表。提出，中苏两

党、两国关系在过去一段时期内遭到损害，不是由于中方和苏联人民的原因。同日，彭真在

苏联驻华大使举行的十月革命节招待会上发表讲话则指出，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各国人民最

                                                                                                                                                     
檀香扇、手绢、半导体收音机、手表等等。第二方案则只送副部长以下的陪同和接待人员以及招待人员，礼品等

级和份数均相应减少，只有乙级 15 份，丁级 100 份及招待人员 100 份。外交部礼宾司关于周总理访问苏联赠送

礼品方案的请示 1964 年 10 月 31 日，外交部档案馆，203-00295-02，第 9–11 页。中国党政代表团最终采用了哪

种方案送礼，目前笔者尚未看到相关的材料。 
17《人民日报》1964 年 11 月 7 日第 1 版。 
18 外交部关于为以周总理为首的党政代表团赴苏送行计划的请示 1964 年 11 月 2 日，外交部档案馆，203-

00294-03，第 1–4 页；外交部致驻苏使馆电 1964 年 11 月 2 日，外交部档案馆，203-00294-01，第 30 页；驻苏使

馆致外交部电 1964 年 11 月 1 日，外交部档案馆，203-00294-01，第 27 页；周恩来总理为首的党政代表团赴苏

联参加十月革命节活动日程 1964 年 11 月 5–14 日，外交部档案馆，203-00295-03，第 27 页；驻苏使馆致外交部

、中联部电 1964 年 11 月 6 日，外交部档案馆，203-00294-01，第 35-36 页。11 月 5 日到首都机场送行的人员同

此计划。参见《人民日报》1964 年 11 月 5 日第 1 版。 
19 日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土岐强同志答记者问《人民日报》1964 年 11 月 2 日第 3 版；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

尔科克斯同志的文章《人民日报》1964 年 11 月 3 日第 4 版；瑞典共产党主席赫尔曼逊同志的谈话《人民日报》

1964 年 11 月 3 日第 4 版；荷兰共产党主席格鲁特同志的谈话《人民日报》1964 年 11 月 4 日第 3 版。《人民日

报》11 月 2–4 日相继发表了印尼、日本、波兰、阿尔巴尼亚、新西兰、摩洛哥、法国、瑞典、保加利亚、匈牙

利、东德、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荷兰、英国、蒙古等 16 国共产党、工人党的表态材料。 
20 周恩来总理为首的党政代表团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节活动日程 1964 年 11 月 5–14 日，外交部档案馆，203-

00295-03，第 27–29 页。 
21《人民日报》1964 年 11 月 8 日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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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恶的敌人。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反不反对美帝国主义是要不要革命的分界线[建国…，

1996。第十一册。第 216–219页]  22。 

这些讲话和文章，集中宣传了中共的观点，实际向苏共发出了中共原有立场不变的信息。

至此，毛泽东“把推放在第一位”的基调已渲染得淋漓尽致。这种基调实际没有给周恩来留出

任何调和的余地，故而，中国代表团在莫斯科进行谈判的方针也已明确无疑了。 

2.  苏方做出将两党会谈纳入建设性轨道的准备。 

苏共中央解除赫鲁晓夫的职务后，苏共党内对于苏中关系的走向持有一种比较乐观的估

计，认为尽管苏共在与中共争论中的原则路线是正确的，但是赫鲁晓夫的一些言论和举动给

两党两国关系的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如他针对毛泽东所发的污辱性言论，匆忙决定将苏联

专家从中国召回等等。而随着赫鲁晓夫离开领导岗位，类似的对苏中关系产生相当危害的不

良因素已不存在，这对于苏共和中国领导人来说，都是好事。因此，中共领导人有可能会以

更加务实的态度，充分利用苏共中央十月全会所创造的客观条件，来推动双方关系的正常化。

这样的前提无疑是存在的。十月全会的决议将使中共可以不失体面地与苏共接近。在苏共领

导人的心中，赫鲁晓夫是苏中关系缓和的最大障碍。一些紧跟苏共走的东欧国家也认为，“

只有在没有赫鲁晓夫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恢复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赫鲁晓夫实际成了苏共“

重新同中国共产党改善关系的牺牲品”  [Прозуменщиков,  2006。С.  19–24；Никита…  ，2007。

C. 271–273, 288–293]。 

与此同时，苏共领导层中也存在着中共领袖有可能改变自己立场的幻想。苏联驻华使馆

官员阿∙勃列日涅夫受命回国了解全会情况时即感受到，在莫斯科的权力长廊里明显地飘忽

着必须采取主动措施来改善苏中关系的思想。尽管谁都没有直接地和公开地谈论这一点，但

是从交谈者们向他提出的问题、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以及即兴插话中，可以很容易地得出这个

结论。阿∙勃列日涅夫认为，在苏共领导人看来，既然苏共和中共都是共产主义的政党，那

么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碍这两个党的代表坐到一张桌子旁，坦诚地交谈，并在某些问题上

彼此做出让步。假如需要，苏共领导人可以为赫鲁晓夫的粗鲁道歉，进而与中共达成恢复友

谊的协定。这在苏联方面的确不存在重大的问题，苏中关系的改善不仅符合苏联的国家利益，

而且还有利于新领导班子地位的巩固，可以获得全社会的广泛支持  [Президиум…  ，2004。                      

C. 861–862；Брежнев，1998。C. 89–91]。 

只是，在苏共新领导人忙于立足，尚未顾及向中共摇动橄榄枝时，中共中央抢先发出了

改善关系的信号，在树立维护国际共运团结的形象上，抢得了先机。 

1964 年 10 月 28 日契尔沃年科与周恩来会见，获悉中共派团赴苏祝贺十月革命节并同苏

共领导人进行接触的提议后当即表示，这次谈话具有特殊意义，他将立即转告莫斯科。23  其

后，在向苏共中央报告这次会见的情况时，契尔沃年科一面说明现在还没有看到中共最高领

导人有改变其总的政治路线的迹象，他们仍然强调自己的路线方针，包括关于国际共运的政

策，目前也无迹象证实中国领导人在新的形势下打算在召开兄弟党会议问题上改变态度；一

面通报中方自赫鲁晓夫被解职以来所做出的对苏友好姿态，建议苏共中央充分利用这一新的

局势主动采取措施，表现苏方想改善两党两国关系的真诚愿望，以此考察中国改善同苏联关

系意图的真诚性，及其条件是什么  [Никита…  ，2007。C. 330–334]。 

苏共中央接到契尔沃年科的电报后，以积极的态度迅速做出了响应：10 月 29 日委托苏共

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就中国方面的提议准备意见。同日由勃列日涅夫、米高扬、柯西金联名

复电中国领导人，对 10 月 16 日毛刘朱周所发的任职贺电表示感谢  [Никита…  ，2007。

C. 271–273，334]  24。10 月 30 日，即做出邀请中国代表团参加十月革命庆典活动的决议，

指示契尔沃年科回访周恩来，以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名义向其通报：莫斯科将乐意接受中

国党政代表团来访；莫斯科认为，中国代表团的来访将有益于双方的接触和交流；苏共中央

同意中共中央的观点，即应当“循序渐进地改善苏中关系”。建议对外公开报道中国代表团来

                                                 
22《人民日报》1964 年 11 月 7 日第 1、3 版；8 日第 1 版。 
23 外交部、中联部致潘自力大使电：告周总理同苏驻华大使谈话内容 1964 年 10 月 29 日，外交部档案馆，

109-02678-01，第 5 页。 
24《人民日报》1964 年 11 月 2 日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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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十月革命 47 周年庆典的情况。苏方已向 12 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出了邀请。与此同时，苏

共中央还向资本主义国家兄弟党通报情况，指出苏共中央讨论了中国领导人的建议，认为苏

联理应尽力利用这一建议来恢复苏中双方的联系，表示苏共永远准备利用一切可能在马列主

义、莫斯科历次会议宣言和声明的基础上来巩固国际共运的团结  [Прозуменщиков,  2006。

C. 15–17]。10 月 31 日下午，契尔沃年科约见周恩来，表示“苏联方面以愉快的心情接待中国

党政代表团，并借此机会进行接触，交换意见，以有利于中、苏两国朝着团结和一致的方向

走，逐步解决存在的分歧”。苏方并接受中方关于邀请社会主义国家党政代表团的建议。25 

对于苏共领导人说来，中共的建议及其友好姿态，令他们对即将举行的苏中两党会谈寄

予厚望，毕竟自大论战开始后，两党的会谈如同聋子对话，各自朗读自己的长篇大论，各说

各的，不做正面接触。而赫鲁晓夫的下台，中共停止论战并迈出寻求接触的步伐，以及由态

度调和并且务实的周恩来作为谈判的首席代表，使得苏中双方可以面对面地直接进行交流，

这无异于一个重大突破。因此，苏共领导人极力希望将谈判纳入建设性的轨道，通过正面交

流，将各自的观点加以比较，清楚地表明各自对问题的理解，找出双方分歧的症结所在

[Прозуменщиков，2006。C.  19–24]。尽力争取取得良好的会谈成果，奠定改善关系的基础

。为实现此目标，苏共中央开始向中方传递信息，营造融洽的会谈氛围。 

10 月 31 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就接待中国代表团问题指示苏联驻华使馆说，其一，中国代

表将参加的所有与十月革命 47 周年庆典有关的活动均应在友好和无拘无束的气氛下进行。

会谈和招待会的组织工作都应给中国同志留下一个明确的印象，即我们已为与他们接触和讨

论双方都感兴趣的问题做好了准备。如果中方在谈话中涉及到苏中关系等重要问题，你们在

答复时应强调，我们党现在和将来都准备为发展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做出一切必要的努力，我

们期望中国党政代表团的莫斯科之行将带来积极成果。其二，在北京的十月革命 47 周年庆

祝大会上发言时应指出苏联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坚定决心，强调苏联积

极发展与中国兄弟般友谊和全面合作的强烈意愿；发言应属于一般政治性的，不要涉及有争

议的问题  [Прозуменщиков, 2006。C. 18–19]。 

两天之后，契尔沃年科邀请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炳南去苏联使馆钓鱼、散步和野餐。其

间，契尔沃年科高度评价中国党政代表团前往苏联进行访问的重要意义，并就苏中关系问题

谈了五点意见：1、苏联方面认为周恩来的这次访问可以是两国关系的转折点。他个人认为，派

遣像周恩来这样了解苏中关系全面和具体情况的领导同志前往苏联，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2、尽管苏中两国和两党有分歧，但更重要的是，苏中两国有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有

共同的原则——马列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因此苏中两党两国是可以团

结起来的。3、苏中两国之间的分歧不可能很快得到解决。但是重要的是苏中两国都是社会

主义国家，苏中两党都是马列主义政党，总的原则都是一样的，只是具体做法有区别。4、

两个国家和政党正如两个同志一样，如果发生分歧，最好及时协商解决，积累起来，分歧成

堆就不容易解决了。5、苏方极其重视中方在总的方面和具体措施方面采取的步骤，苏方也

将采取同样的态度和相应的步骤。苏中两国和两党肩负着极其重大的责任，因此它们之间的

团结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26  这种意见反映了苏共领导人希望利用这一轮会谈，更为理智、

细致地调和苏中两党的分歧，在不放弃原则立场的前提下，务实地寻找共同点，求同存异，

以达成新的和解。这是一种搁置争议、具体而实际地解决问题的建设性会谈方针。 

至于苏共在会谈中所要把握的底线，则仍然是坚持苏共既有的路线纲领不变，准备召开

新的国际会议。作为左派的印尼共产党领袖艾地 10 月 24 日在就赫鲁晓夫下台问题发表讲演

时谈到，苏中的接近还存在种种困难和障碍，因为苏共还坚持二十大、二十一大和二十二大

的路线。《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讲话。这使苏方意识到，此类认识可能是在提示苏共，应

该重新审视这些大会的决议。苏共中央由此产生警惕，而进一步明确自己的谈判立场，那就

是，苏共将坚定不移地遵照苏共近期历次代表大会决议、纲领和莫斯科会议诸文件所确定的

方针行事，苏共在原则问题上绝不做任何让步。10 月 26 日和 27 日勃列日涅夫等人与法共

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马歇等人会谈时，则否认了关于苏共将设法同中共领导人在意识形态

                                                 
25 中联部、外交部致潘自力电 1964 年 11 月 2 日，外交部档案馆，109-02678-03，第 20–22 页。 
26 契尔沃年科与王炳南谈话摘要 1964 年 11 月 3 日，外交部档案馆，109-02678-10，第 76-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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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妥协的传闻，声明苏共举行兄弟党会议的建议依旧有效  [Прозуменщиков,  2006。C. 19–

24]  27。其后，勃列日涅夫 11 月 6 日在莫斯科庆祝十月革命 47 周年大会上的报告中重申苏

共的立场，继续强调苏共近几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党的纲领所确定的苏联对外政策总方针是

始终一贯的、不变的，和唯一正确的，它受到苏联和世界上极大多数人民的完全赞同。明确

提出，再次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的必要性显然已经成熟。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也在北京

的庆祝集会上引述了苏共中央的这种立场。28 

另外，苏中关系毕竟裂痕已深，乍暖还寒，苏共对中共的信任也尚未恢复。因此，在积

极回应中共提议的同时，同中共要把这次会谈当作“火力侦察”，考察苏共捍卫原则立场的坚

定性相同，苏共则是想弄清中共的真实意图，考量其希望改善关系的真诚度如何。于是，与

过去周恩来访苏时由赫鲁晓夫率大部或全体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迎送相比较，对中国党政代

表团的接待，表面上维持一般礼遇，实际上则比较冷淡。当周恩来一行在新西伯利亚机场中

转时，苏共中央仅派一名联络员前往迎接，在莫斯科机场恭迎的领导人也只有苏共中央主席

团委员、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和主席团委员基里连科等，场上没有仪仗队，也没有群众欢迎

的场面；东欧国家和蒙古的党集体不到机场迎接；在有关苏联领导人接见兄弟党国家代表团

的报道中，对接见气氛一般都冠以“友好和亲切”的字样，而对接见中国代表团的报道却只提

“友好”，略去“亲切”一词；在周恩来向列宁墓献花圈时，只有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陪同；

虽然游行队伍中出现的画有社会主义国家国旗的标语牌上，苏、中国旗排在首位和次位，其

他国家的以字母排列，显示了中共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但是庆典观礼位置的安排和兄弟党

代表团唱名及报刊报道时的排名，均按平等原则处理，不再突出中国。29 

与此同时，一直以维护国际共运团结主导力量自居的苏共中央，面对中共俨然以共运领

袖的身份和以我为主的姿态建议其他兄弟党赴莫斯科参加庆典，以及广泛通知各国驻苏使节

前往伏努科夫机场迎接中国代表团的举措，也采取了相应措施，设法限制中国的影响。如不

安排周恩来抵达莫斯科后在机场发表讲话；庆祝会上原说提供讲话机会，后又取消；对《人

民日报》11 月 7 日社论《在伟大的十月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和彭真是日在苏联驻华大使

馆十月革命节招待会上的讲话不做任何反应。30  如此等等，表明了苏方的一种提防态度，既

不愿意让中国代表团在莫斯科的机场内造声势，宣传中共的观点，摆出率先呼吁团结的姿态，

使苏共处于被动；又担心中方的演讲会引出意识形态争论的议题，令苏方难以应对，陷入两

难境地，进而影响刚刚出现的寻求团结的良好氛围。用心可谓良苦。 

总之，11 月初，中苏双方利用纪念十月革命节之机所发表的讲话、文章等等，已继续呈

现出各说各的，观点针尖对麦芒的状态。中苏两党关于会谈的底线，特别是毛泽东“推”字方

针造成的中攻苏守的态势，实际已经预示了两党会谈无果而终的前景。 
 

三、1964 年 11 月周恩来访苏中的风波 
 

1964 年 11 月 7 日，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在中南海颐年堂开会，评估勃列日涅夫 11 月 6 日

在庆祝十月革命 47 周年大会上的报告。毛泽东评判苏共新领导是虚弱、胆怯的，对一些重

大问题不敢采取鲜明的态度，不敢同赫鲁晓夫划清界线，也不敢公开宣布按原定计划于 12

月 15 日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筹备会。指出，看来苏共领导还没有明确下一步该怎么做，甚

至在主席团内部，也没有形成一个有纲领、有步骤和方法的意见  [吴冷西，1999。第 856–

860 页]。由此，对周恩来在莫斯科“推”苏共领导集团转向还抱有希望。这时，苏联国防部长

                                                 
27《人民日报》1964 年 11 月 2 日第 3 版、11 月 4 日第 4 版；《内部参考》第 3674 号 1964 年 11 月 13 日，

第 31 页。 
28《人民日报》1964 年 11 月 8 日第 3 版、11 月 7 日第 1 版。 
29 驻苏使馆致外交部电 1964 年 11 月 4 日，外交部档案馆，203-00294-01，第 33–34 页；《新情况》第 178

号 1964 年 11 月 13 日，外交部档案馆，109-02708-02，第 107-108 页；驻苏使馆致外交部、中联部电 1964 年 11
月 6 日，外交部档案馆，203-00294-01，第 35-36 页；驻苏使馆致外交部、中联部、总参二部电 1964 年 11 月 7
日，外交部档案馆，109-02708-02，第 105 页。观礼位置周恩来被安排在波兰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和东德党第一

书记乌布利希之后。 
30 驻苏使馆致外交部电 1964 年 11 月 4 日，外交部档案馆，203-00294-01，第 33 页；《新情况》第 178 号

1964 年 11 月 13 日，外交部档案馆，109-02708-02，第 108 页；《人民日报》1964 年 11 月 7 日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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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利诺夫斯基“酒后失言”事件，葬送了中苏双方所刻意营造的缓和氛围，并为中国代表团提

供了施加压力的炮弹。周恩来在正式会谈时亮出了中共否定苏共二十大至二十二大路线纲领

的牌，矛头直指苏共的内部事务。如果说苏共领导人此前确如毛泽东等人所评估的那样还处

于犹豫、模棱状态的话，那么这时的苏共领导集团就要为维护自尊和主权而战了。中苏两党

实现和解的前提条件都没有变化，仍然是继续维护自己立场的正确性，要求对方做出原则性

让步。尤其是中共，摆出毫无调和余地的架势，既未改变自己好斗的本性，也没有放弃夺取

国际共运旗手、世界革命领袖之位的诉求；而苏共方面，尽管认为自己在新形势下处理与中

共关系时应该更加成熟，但其前提也是要尽一切可能加强苏共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态势迅

速明朗化，中苏实现新的团结，以及国际共运的团结，实际已成为一种遥不可及的奢望。 

1.  授中共以柄的马利诺夫斯基事件 

莫斯科时间 11 月 7 日下午 4 点至 6 点半，中国党政代表团出席苏联政府在克里姆林宫大

会堂举行的招待会。席间，马利诺夫斯基喝多了酒，说了一句带有挑衅性的反美祝酒词，得

罪了美国驻苏大使。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其他成员走向马利诺夫斯基，为他“精彩的反帝祝

酒词”表示祝贺[阿尔巴托夫，1998。第 148–149 页]31。不想这位元帅又借着酒劲儿对周恩来

说，希望中国人“不要在政治上耍魔术”，“我们不要让任何鬼来扰乱我们的关系”。“俄国人民

要幸福，中国人民也要幸福，我们不要任何毛泽东，不要任何赫鲁晓夫来妨碍我们的关系”！由

于美国记者就在旁边聆听两人的谈话，周恩来忍受了这种挑衅性的话题，走向另一边。这时

其他的一些苏联元帅走了过来，中方翻译听到了马利诺夫斯基继续说的话：“我们俄国人搞

掉了赫鲁晓夫，你们也要搞掉毛泽东。”接着他又同贺龙谈话。马利诺夫斯基在谈到毛泽东

时使用了俄文中带有污辱性的脏话“胡造”一词，这个词的俄文原意是“狗操的”。其间，苏联

元帅扎哈罗夫还说了一句：“任何蔬菜都是有时令的”  [中华…  ，1998。第 259 页；周恩来…  ，

1998。第 1785–1786页；Никита…, 2007。C. 348–356]32。 

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的人听说此情后极为气愤，当即离开了宴会大厅。回到中国驻苏使馆

后，周恩来认真听取了几位翻译的汇报，仔细核实和分析了马利诺夫斯基挑衅的全部情况。考

虑到苏联颠覆兄弟党的历史记录，代表团认为，这决非偶然事件，是令中国党、国家、人民

及其领袖毛主席不能容忍的侮辱，是公然煽动要推翻中国党和国家的领袖，必须严肃对待。

11 月 7 日夜，中共中央就收到了代表团发来的急电，报告此事的经过，并提出代表团准备

向苏共中央正式抗议，请中央尽快给予指示[余湛，1994。第 23 页；吴冷西，1999。第 862

页]。 

11 月 8 日上午，毛泽东在召集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中国代表团的电报时说，现在好了，

他们有辫子在我们手里了。我们可以抓住此事采取攻势，不要把这个事情搁到以后再说。并

指示邓小平起草复电，同意代表团代表中共中央向苏共中央提出正式的严重抗议，要求苏共

中央做出正式答复；要抓住此事件采取攻势，指责苏共新领导破坏团结，继续搞没有赫鲁晓

夫的赫鲁晓夫主义，不怕大吵大闹、闹僵不欢而散；坚持中共原来的立场，除非苏共承认错

误或经过协商取得协议，中共才能停止公开论战。即之以特急电发给中国代表团[吴冷西，

1999。第 862–865 页]。显然，毛泽东要充分利用此事件做文章，使之成为向苏方施加压力，

推动苏共改弦更张，向中国方针靠拢的砝码。 

中国代表团接到复电时，正值苏共领导人到中国代表团的住所回拜并共进午餐，周恩来

即借机正式就此事件向苏方提出了抗议。周特别强调说，这不仅仅是马利诺夫斯基一个人的

问题，不是他一个人具有这种想法，而是苏共中央委员会一些人的想法。诘问苏方是否希望

中共也像苏共解除赫鲁晓夫职务那样对待毛泽东？！指责苏联元帅关于“任何蔬菜都有时令”

的话可以理解为是教唆撤换毛泽东。正告苏共领导人：如果有人制定了这样的计划，那么这

是徒劳无益的企图和妄想！它只能恶化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同时提示苏方，不要像帝国主

义者那样，把中苏两党之间的原则分歧归结为是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两个领导人之间个人的争

                                                 
31 周恩来总理为首的党政代表团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节活动日程 1964 年 11 月 5 日，外交部档案馆，203-

00295-03，第 29 页。 
32 2007 年 9 月 24 日李丹慧采访阎明复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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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以及他们的个人性格和素质。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否则中苏双方还能继续会谈什么呢？

[Никита…，2007。C. 348–356] 

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人立即摆出息事宁人的态度，一方面对马利诺夫斯基的言论表示

愤慨和道歉，一方面反复加以表白和澄清，指出，苏共中央把中国派代表团访苏看作是克服

现有分歧、改善双方关系所迈出的非常重要的一步，马利诺夫斯基不是主席团成员或候补成

员，他没有参加关于苏中两党接触的讨论；正式声明马利诺夫斯基的言论与苏共中央没有任

何关系，只是酒后失言。而“时令蔬菜”的话也只是针对赫鲁晓夫而发；一再表示苏共邀请中

共代表团的决定是坦诚的，动机是非常好的，希望中共能够信任和尊重苏共领导人的意见，

双方能够以诚相见，不要为此事妨碍两党为改善关系所共同做出的努力。周恩来则说马利诺

夫斯基实际是酒后吐真言，他保留中国代表团以后再次讨论这个问题的权力  [Никита…，2007。

C. 348–356]  33。 

此时，尽管周恩来最后表态要认真对待勃列日涅夫和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意见，并提议为

中苏两党的团结干杯  [Никита…  ，2007。C.  348–356]，试图为接下来的正式会谈留下一些辗

转腾挪的余地，但是，由于毛泽东已经给苏共新领导人扣上了“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

义”的帽子，确定要抓住这个“辫子”，不惜闹僵地采取攻势，周恩来其实已没有什么再做弥

合、补救的机会了。 

2.  没有调和余地的两党会谈 

11 月 9 日晚，中国代表团在克里姆林宫与苏共领导人举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谈。周恩来一

开始即利用马利诺夫斯基事件向苏方施加压力，劝告勃列日涅夫等人不要把赫鲁晓夫这个包

袱接过来，要把它扔掉，改弦更张，另起炉灶，重新搞起，这样，双方才能找到一些共同点。

宣称不存在改善关系的新的条件，因为苏共继续实行以前的总路线。苏联共产党的总路线是

不能与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相提并论的[中华…，1998。第 261 页；Прозуменщиков,  2006。

C.  19–24]  34。这种颐指气使地干涉苏共内部事务的表现，一时激怒了苏共领导人，他们态度

强硬地表示，苏共二十大的政治路线和苏共纲领并非某个人的一己之见，而是反映了苏共全

党的意愿，代表着苏联全体人民的意志。提请中方注意：此次会谈的重点不是重新讨论中共

的总路线问题，虽然对于中共路线中的很多问题苏共也并不赞成。声明：如果每个来苏联访

问的代表团都要求重新讨论党的总路线，那么谈判就会走入死胡同。为了共同的事业和利益，

苏中双方都应该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强调：苏共中央将坚定不移地执行苏共二十大以来

所确定的路线纲领，在原则问题上绝不做任何退让。米高扬甚至明确表态说：“我们党过去

和现在都是由集体领导的。在同中共的思想分歧问题上，我们中央是一致的，完全没有分歧，

甚至没有细致的差别。”苏方坚持要求双方先停止公开争论，召开各国党的会议，在新的气

氛中，寻求途径，来一步一步地实现共同愿望  [Прозуменщиков,  2006。C.  19–24;  Никита…, 

2007。C. 362–419；周恩来…, 1998。第 1786–1787页]。 

苏共领导人显然还没有弄明白，中共要求重新审视路线问题，就是要在“推”的过程中，摸

清苏方让步的底线。而双方在举行国际会议问题上的胶着，则反映了两党对于国际共运形势

的估计。对于苏共而言，情况与赫鲁晓夫在位时的判断相同，中共要求推迟召开兄弟党会议，

是为了拉拢并增加自己的支持者；而在中共看来，苏共继续坚持开会，就是要在新的形势下

对中共采取集体措施，通过反华决议[吴冷西，1999。第 885 页]35。毛泽东决不可能令自己

和中共陷入这种被动局面。 

由此，在 11 月 11 日两党长达 6 个多小时的第二次会谈中，周恩来明确通报了中方的立

场：一、中国继续坚持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贺电的精神和周恩来在 11 月 7 日庆祝大会书面

祝词中表达的团结愿望。二、中国坚决不参加将在 12 月召开的所谓“起草委员会筹备会议”。三

、在苏继续执行赫鲁晓夫路线不变，中苏两党、兄弟党的原则性分歧基本解决以前，谈不到

停止公开争论。他并以最后通牒的口吻奉劝苏共领导人悬崖勒马，不要走绝路；关于中国代

                                                 
33 周恩来总理为首的党政代表团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节活动日程 1964 年 11 月 5–14 日，外交部档案馆，203-

00295-03，第 30 页。 
34 周恩来…，第 27–34 页。 
35《人民日报》1964 年 7 月 31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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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团在莫斯科逗留期间同苏联领导人的几次谈话，不发表任何联合声明或联合公报，也不发

表新闻  [周恩来…  ，1998。第 1786–1787页；吴冷西，1999。第 874–877页]36。 

11 月 12 日，中苏双方举行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谈。为了打破僵局，勃列日涅夫提出，

苏共中央建议只要中国方面准备好，就可以举行两国高级会谈，以便就一系列问题交换意见，

一步一步向前迈进，恢复苏共和中共、苏联和中国之间的信任，加强相互之间的团结。周恩

来表示将报告中共中央，并针对苏方的建议指出，我们的门是开着的。中苏两国都必须努力

创造新的环境，寻找新的途径[余湛，1994。第 29 页；Никита…，2007。C.  362–419]。态度

有所松动。 

只是，根据苏联方面的记载，中国代表团千方百计地回避就苏方提出的一些具体建议进

行讨论，回避探讨巩固反帝统一战线的具体措施。当苏方要求中国代表就中止论战等具体建

议表态时，周恩来正式声明说，代表团没有同苏共谈判的全权，其使命“就是建立联系并研

究局势” [Никита…  ，2007。C. 362–419]。因此，周恩来态度的缓和，对于中苏关系的改善意

义不大。 

事实也正是如此，毛泽东在北京遥控着中国代表团的各种反应，周恩来本人没有什么个

人发挥的空间。毛的采取攻势的“推”的方针，使得谈判进程只能在非理性的政治论战的层面

徘徊，而难于进入理智并务实地寻找共同点，解决具体问题的阶段。中国代表团关于重新讨

论并改变作为国际共运总路线的苏共纲领的要求，以及拒不考虑召开兄弟党会议的态度，使

谈判无果而终。其实在这里，无结果或许就是毛泽东所要寻求的结果，即如后来他自己所说

的，“试探是必要的，没有达成什么协议是不奇怪的，有一点收获也就够了”  [吴冷西，1999。第

883 页]。毕竟毛的部分目标已经达到，既试探出了莫斯科恢复苏中关系的底线，摸清了苏共

领导人捍卫自己原则的进退尺度；又向世人呈现出了主动维护国际共运团结的风貌，并且通

过代表团在莫斯科与其他党的交谈，继续阐释赫鲁晓夫在职时做出的举行兄弟党会议的决定

未经各党协商一致，因而是非法的  [周恩来…  ，1998。第 1786–1787 页]37，以此拆筹备此会

议的苏共新领导人的台，同时将其推上了分裂共产主义运动的审判台。 

11 月 13 日，中国外交部拟订了欢迎中国党政代表团回国的计划，由刘少奇、朱德、邓小

平、董必武、彭真、李先念等党政领导人前往机场迎接。莫斯科时间 13 日晚 10 时，中国代

表团乘中国专机回国，柯西金、基里连科等人到机场送行。北京时间 14 日下午 2 点 40 分，

周恩来一行抵达首都机场，看到的是毛泽东亲自在那里迎候，刘少奇等党政军民各界领导人

100 余人，以及数千名群众到场迎接，其场面和气氛与一年多以前（1963 年 7 月）中共代表

团与苏共会谈归来时十分相似。这实际上依然是一次显示中共团结和力量的政治示威。与此

同时，《人民日报》发表了中苏两党举行会见的消息，除报道双方参加会见的人员外，无任

何实质性内容，标志了两党谈判的破裂[伍修权，1991。第 381 页]  38。毛泽东以这种方式，

宣示了他与苏共决裂的决心。 

3.  回归政治论战轨道 

周恩来落地伊始，即随毛泽东前往人民大会堂 118 会议室晤谈。毛在进一步询问情况后部

署说，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和它的筹备会议要封死，就是反对召开，拒绝参加，坚决抵制，召

开了我们还要加以谴责。停止公开论战也要封死。我们不受任何约束，继续公开论战，这个

原则绝不让步。公开论战一定要抓住苏共新领导新的错误，我们要积累资本，采取后发制人

的方针，但是可以转载兄弟党评论赫鲁晓夫错误的材料。并指示撰写评述赫鲁晓夫下台的文

章，说明赫鲁晓夫路线的破产。对于赫鲁晓夫的垮台和苏共新领导人实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

                                                 
36 关于第二次会谈的时长，中苏双方的记录有差异，中方为 17︰00-23︰20，共 6 小时 20 分钟；苏方记述为

7 个小时以上。参见周恩来总理为首的党政代表团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节活动日程 1964 年 11 月 5–14 日，外交

部档案馆，203-00295-03，第 32 页；[Никита…，2007。C. 362–419]。 
37 中国代表团在莫斯科期间，与多个兄弟党代表团举行了会谈，有的会谈长达 3 个小时（如与罗马尼亚）。

见周恩来总理为首的党政代表团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节活动日程，1964 年 11 月 5–14 日，外交部档案馆，203-
00295-03，第 28–33 页。 

38 外交部关于欢迎周总理率领的访苏党政代表团回国计划的请示，1964 年 11 月 13 日，外交部档案馆，203-
00294-05，第 17–18 页；《人民日报》1964 年 11 月 14 日第 1 版、 11 月 15 日第 1 版。 



224                                      ƒ Ë Ò Í Û Ò Ò Ë Ë  
 
鲁晓夫主义的趋向，毛以宋代词人晏殊的词句做了总结：“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

来”！[吴冷西，1999。第 878–883页] 

与此同时，11 月 14 日，中国代表团刚离开莫斯科不久，由苏共中央委员鲁米扬采夫主编

的《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第 11 月号即开始发行，上面以《共产党报刊关于共产党国

际会议》为题，发表了 22 个党的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中主张召开国际会议的言论，并刊载

了大量指名攻击中共的文章、讲话等材料，其中苏共中央书记安德罗波夫的文章指出：“如

果不是中共领导进行分裂活动，为了自己的民族利益，企图恢复被各国党摒弃的社会主义国

家之间关系的老方法，那么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方针会产生更大的结果”。该期杂志还

以附页的形式登载了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贝尔纳反对中国第一次核试验的声明，指责这次核

试验是“污染大气”等等。39  苏共领导集团借这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央委员会联合刊物40

的阵地，宣告了苏中两党此次缓和关系尝试的失败。 

事隔一日，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一方面在对领导集团进行调整时，不仅全部保留赫

鲁晓夫的原班人马，而且补选上来的人，也都是赫鲁晓夫路线的积极拥护者，并且是在赫当

政时提拔到高级领导岗位上的41，以此显示苏共原定路线的不可动摇性；一方面缓和对中共

的态度，由勃列日涅夫在特别通报与中国党政代表团的谈判情况时提出：今后在同中国，无

论是党的接触还是国家的接触方面都要采取灵活的政策。如果中国同志加剧了论战，我们将

对他们进行坚定、沉着的回应，但不会谩骂。同时我们今后将更加坚定地坚持我们党的原则

立场，绝不允许放弃。在相关大是大非问题上我们仍会继续进行争论。当前最重要的是，保

持与中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不要授人以柄而激化已有的矛盾。这就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要求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加强自己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苏共需要的已不再是好斗，

而是成熟、审时度势和智慧  [Никита…，2007。C.  362–419；Прозуменщиков，2006。C. 19–

24]。对与中共论争的节奏做出了新的部署。 

但是，中国方面的回应开始了。11 月 21 日，《红旗》杂志发表第 21、22 期合刊社论《

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列举赫鲁晓夫所做的 12 件坏事，证实其下台是现代修正主义的

大破产，大失败，42  由此吹响了与苏共进行新一轮公开论战的号角。《人民日报》自此开始

，陆续转载兄弟党评述赫鲁晓夫下台、批判现代修正主义、质疑举行国际会议的文章、讲话

等等。《真理报》则于 12 月 6 日发表编辑部文章《全民的国家》，影射中共批判“全民国家

”是为了维护“个人迷信”，苏中两党的争论具有国际意义，苏联绝不回到斯大林时期。43  中

苏之间持续了一个月之久的休战结束了，两党关系开始重蹈覆辙，回归政治论战的格局。 

11 月 24 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表示将原定 12 月 15 日举行的 26 党起草委员会推

迟到 1965 年 3 月 1 日举行[特殊…,  1993。第 543 页  44]。这封信由契尔沃年科于 11 月 27 日

下午转交外交部副部长刘晓，不啻向中共送上了最后通牒。针对契尔沃年科关于举行会议不

是苏共中央坚持，而是苏共中央在同兄弟党协商后表达他们意见的说法，刘晓和参加会见的

                                                 
39 《人民日报》1964 年 11 月 21 日第 3 版；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资料室编：《苏联大事记（1964–1966）》，

1975 年，未刊，第 19–20 页。 
40《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央委员会联合主办的国际性理论月刊，于 1958 年 8 月在

布拉格正式出版。1962 年 11 月，作为反修斗争的重大步骤，中共中央断绝了与该杂志的关系 [建国… , 1993。
第七册。第 97–98 页]；中央关于我党同“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断绝关系问题的通知 1962 年 11 月 27 日，长

春市档案馆，1/1-15/38，第 62–63 页。 
41 驻苏使馆致外交部、中联部电 1964 年 11 月 17 日，外交部档案馆，109-02708-02，第 112–114 页；外事调

研专字第 9 号 1964 年 12 月 29 日，外交部档案馆，203-00295-03，第 90 页。 
42《人民日报》1964 年 11 月 21 日第 1 版。 
43《内部参考》第 3684 号 1964 年 12 月 8 日第 24-26 页。 
44 该书记述说，11 月 24 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表示将原定 12 月 15 日举行的 26 党起草委员会会议推迟

到 1965 年 3 月 1 日举行，通报说“主张召集起草委员会的兄弟党有权进行”会议的“实际准备工作”，起草委员会

可以“起草主要文件的草稿”。但据俄国解密档案 1965 年 3 月 26 日苏斯洛夫关于共产党和工人党协商会晤的总结

报告，苏共领导人决定将 26 党起草委员会会议推迟到 1965 年 3 月举行，同时建议把会议改为协商会晤，会晤的

性质和任务更改为各党代表团不再担负起草委员会的职能，不从事起草未来国际会议的文件草案，不确定未来会

议召开的期限。会晤的目的是相互协商，呼吁参加 1960 年会议的所有兄弟党集体努力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

团结，加强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行动（《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 17 卷，第 4300–4327 页）。

笔者据这次会议所形成的共同文件等情，采用俄国档案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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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联部副部长王力以论战的激情予以驳斥，指责苏共新领导继续强加于人，继承了赫鲁晓夫

分裂主义的政策。45毛泽东则在翌日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表态说，他们要开就开，让他

们去开，我们正盼他们开，让他们掉到深渊，自掘坟墓[吴冷西，1999。第 910 页]。 

周恩来率团莫斯科之行的风风雨雨，突出显示了一个客观实事，即，如果说马利诺夫斯

基事件确实还属于个人行为的话，那么，中共对苏共新领导人改变方针政策的要求，则是中

共中央对他党内政进行干预的集体行为。前者给毛泽东投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后者则使中

共代表团完成了出使苏联的试探任务。在中国方面来说，与苏共决裂已成定局。国际共运正

式分裂的景象就在眼前了。 
 

四、结论：失去的机遇？ 
 

中苏两党和解之梦难圆的症结所在，还要追溯至中共在两次莫斯科会议上所做的实质性让

步。1956 年末 1957 年初，由于中共帮助赫鲁晓夫和苏共成功化解了波匈事件引起的危机，毛

泽东和中共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大大提高，上升到基本与苏共平起平坐的位置，中共向国际

共运旗手的目标迈进了一大步。意气风发的毛泽东在 1957 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议上，为了照

顾赫鲁晓夫和苏共的困难，[建国…，1993。第十一册。第 105–109 页]  做出妥协，赞成在会

议形成的国际文件《宣言》中全面肯定一个党的代表大会——苏共二十大，既而在事实上接

受了苏共对内对外纲领政策的核心部分，承认了苏共二十大的纲领路线是各国共产党和工人

党应该遵循的共同准则。会议最终的成果是推出了一个以苏联的方针政策，也即以赫鲁晓夫

的指导思想为基础的共同纲领，令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毛泽东如芒在背，如鲠在喉。 

随着 1958 年至 1959  年中苏两党在对外和对内政策方面分歧的产生与发展，国际共运以

谁的思想理论、路线方针为统一的标准、共同的规律，以谁为领袖的问题，愈益突出起来。

意识形态的分歧已与两党的政治命运、两党领袖的政治地位密切联系到了一起。但是中国国

内出现的严重经济困难，使得毛泽东不得不在 1960 年第二次莫斯科会议上继续让步，再次

同意于会议形成的共同文件《声明》中高度肯定苏共二十大，从而实质上重申了苏共方针政

策对国际共运的指导意义，巩固了苏共纲领作为国际共运共同准则的地位。《声明》的核心

贯穿的仍然是赫鲁晓夫的思想体系，而其特别强调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精神”，主旨在于

突出社会主义阵营利益与各国民族利益的统一性，以及阵营利益高于民族利益、党际关系重

于国家关系的内涵，为重新塑造苏共是国际共运领导者、莫斯科是国际共运中心的形象铺平

了道路。 

在中苏两党愈益激烈的争执中，这种实质性让步对中共造成的羁绊越来越明显：一方面

使得中共在反对苏共的国际共运总路线时，同时也陷入了反对苏共本党的方针政策、干涉他

党内部事务的两难处境；一方面将实施论战的中共推到了国际共运大多数党的对立面，使毛

泽东及中共陷入到了无视大多数党的意见，以少数否决多数，以“反潮流精神”置国际共运团

结于不顾的尴尬境地；一方面又使中共和毛沉入一种无法摆脱的螺旋，要想求得团结，就须

搁置争执，其结果是接受苏共的国际共运纲领路线，由此也就失去了争得共运领导权的资本，

容忍共运沿着中共认为的错误路线走下去。所以，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以及中共对国际

共运旗手地位的追求，如何克服此羁绊变得越来越迫切了。毛泽东要从根本上扭转这种被动

局面，就须要求苏共重新审视并否定二十大，如果这一目标能够实现，那么以苏共纲领为本

的国际共运总路线也就自然退出历史舞台，其不仅为将国际共运纳入中共认为的正确轨道提

供了前提，而且也为中苏两党达成新的团结扫清了障碍。 

1964 年 10 月赫鲁晓夫的下台，似乎为毛泽东的上述设想提供了机遇。但是，如果说此时

出现了中苏两党和解的机会，还需要具备以下两个基本条件： 

其一，双方具有做出实质性让步的基础，特别是促使倡导斗争哲学的毛泽东让步的基础

还依然存在。 

对于中共而言，导致 1960‐61 年中苏关系实现缓和的那种国内条件和国际共运环境已不复

存在。一是到 1964 年时，中国的经济状况已完全好转，中共无须为调整经济政策、解决国

                                                 
45 刘晓接见契尔沃年科谈话记录 1964 年 11 月 27 日，外交部档案馆，102-00142-03，第 12–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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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人民生活问题而忧心忡忡，由此而不得不权衡利弊，对苏联采取让步方针。二是公开大论

战使国际共运的裂痕加深，左派队伍继续壮大，大部分共产党、工人党中都分化出了左派小

组。许多左派兄弟党以及兄弟党中的左派小组织，或积极评价赫鲁晓夫的下台，或批判现代

修正主义，或号召加强反修斗争，改变各党修正主义的领导。46中共推举毛泽东担当共运旗

手的意识进一步膨胀。如此等等，使毛泽东已无必要和可能再对苏共做出让步。 

对于苏共来说，一方面，新领导人执政伊始，地位并不稳固。截至 11 月中旬，除俄罗斯

等五个加盟共和国表示支持苏共中央十月全会，其他加盟共和国报纸均未做直接表态；虽然

有一些加盟共和国发表社论，对苏共中央新任领导表示支持，但是也有加盟共和国的报纸只

提人民一心一意地相信党，而不提信任中央。47一方面，新领导集团坚持原有路线的方针，

获得了大部分州、市党员的拥护；几乎所有加盟共和国发表的纪念十月革命节的社论，都提

到了二十大、二十一大和二十二大所制定的列宁主义总路线。48  这种状况表明，在苏共党

内、苏联国内，地方与中央存在有矛盾的迹象；同时也表明，在党内、国内，尚不存在否定

苏共二十大的基础。其使得苏共中央不能在重新评价赫鲁晓夫的路线纲领问题上，轻举妄动。 

其二，中苏双方都有做出让步的打算和诚意，谈判立场存在调和的余地。 

就中共言之，一方面，考虑到中共自身在国际共运中的发展，毛泽东已决心清除当年起

草《宣言》和《声明》时做出妥协所造成的遗患；一方面，毛泽东对中共党内政治形势的估

计越来越严峻，认为中央有出修正主义的可能。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已通过

与苏共的大论战而初步形成，一场防修反修的政治大革命正在酝酿之中。为此，赫鲁晓夫修

正主义的靶子不能倒。所以毛泽东必须要求苏共新领导人与赫鲁晓夫决裂，否则中苏两党不

可能实现新的团结。因此，毛泽东派周恩来去莫斯科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推动苏共改弦

更张，向中共方针趋同。这是一种以干涉他党内政为宗旨的谈判态度和方针。对此，中共领

导人自己其实也很清楚。10 月 16 日当契尔沃年科向伍修权通报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时，针

对苏共中央通知中所说的苏共将继续执行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的决议和苏共纲领的

话，伍修权当即就表示，“这是苏共内部的事情，我们没有意见”。49但是毛泽东定下的“推”

苏共丢掉包袱，另起炉灶，改弦更张的谈判立场，却是要颠覆苏共的内政，其间没有退让的

底线，故也不是真正寻求和解的方针。而马利诺夫斯基事件的发生，无疑更坚定了中共谈判

立场的不可调和性。 

对于即将来临的苏中两党新一轮会谈，苏共中央原本充满希望，尽管苏共新领导人并不

打算放弃自己的原则立场，但是其准备务实地讨论具体问题，寻找共同点的设想，还是为两

党关系的改善留出了让步的空间。而中国代表团的要求，不仅令苏共中央完全不可能接受，

而且还激发了他们自卫的热情，使之态度和立场转向强硬，摆出了不放弃苏共原则立场的强

势姿态。毕竟苏共中央不能自己否定自己，尤其不能否定为两次莫斯科会议所肯定的二十大，

不能将共运领袖的地位拱手相让。 

中苏双方，特别是中国，已不可能再务实地追求具体的共同利益，求同存异。1960‐61 年

那种“有可能在停止、淡化甚至回避意识形态斗争的情况下实现缓和”  [牛军，2004。第 580

页]  的条件实际已经不复存在。上述两个基本条件的变化，导致赫鲁晓夫下台后，中苏其实

已经没有重新和好的基础，所以说也就无所谓机遇的失去。 

中苏两党 1964 年 11 月的这次会谈破裂后，中共实际彻底放弃了再与苏共言和的努力，

中国对苏方针、部署的原则转向在与苏联的国家关系上采取高姿态，高举发展两国关系的旗

帜，至于党际关系，依旧是要不断揭露和批判苏共新领导集团。50  毛泽东着手另起炉灶，一

方面率领国际共运中分裂出来的左派党，继续开展世界革命运动；一方面积极争取中间地带

国家，以第三世界领袖的姿态，领导亚非拉美地区的反帝、反殖斗争。由此，1965 年初美

国升级越战后，面对苏联加强军事援助河内的反帝斗争新局面，中共仍然无意在共同的反帝

                                                 
46 《内部参考》第 3681 号 1964 年 12 月 1 日，第 25–32 页；1963–64 年《人民日报》发表的相关文章和报道。 
47 驻苏使馆致外交部、中联部电 1964 年 11 月 12 日，外交部档案馆，109-02708-02，第 124–125 页。 
48 参见[Никита…，2007。C. 271–280]等等; 驻苏使馆致外交部、中联部电 1964 年 11 月 12 日，外交部档案

馆，109-02708-02，第 124 页。 
49 伍修权接见契尔沃年科谈话记录 1964 年 10 月 16 日，外交部档案馆，109-02708-03，第 2 页。 
50 外交部对中苏两国间未了案件的处理意见 1964 年 12 月 9 日，外交部档案馆，109-02715-01，第 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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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业中与苏共修好。随着世界共产党、工人党莫斯科三月会晤的结束，毛泽东在将国际共运

分裂的责任正式归咎于苏共后，与莫斯科分道扬镳了。这时中国的外交路线进一步向极左方

向调整，强调对外总路线的内容首先是反帝，其次是支持世界革命，第三是社会主义国家之

间的和平共处、平等合作。51  反帝和支持世界革命成为中国外交的中心目标。几个月后，       

《人民日报》发表了由林彪署名的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提出：“今天的世界革命，从

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整个革命事业，终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绝大多

数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斗争为转移。社会主义国家理应把支持亚洲、非洲、

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斗争当成自己的共产主义责任。”  52 至此，中国的与不同制度国家和平

共处的原则，似乎已成为了一种权宜之计，一个策略。中共以世界革命领导核心的身份，启

动了中国对外交往的新阶段。 

这种发展脉络，实际为赫鲁晓夫下台后毛泽东寻求与苏共和解的真实意图，做了补充诠

释。 

总之，克里姆林宫的主人更换后，从表面上看，中苏双方都有达成新的和解的愿望，但

就毛泽东而言，其分析问题的思路，以及对和解的期望值是苏共新领导集团有可能改变赫鲁

晓夫的路线方针。而他的“推”苏共中央自我否定的设想，其实是不现实的，并且无法摆脱干

涉他党内部事务之嫌。毛泽东此时采用他曾深恶痛绝的斯大林、赫鲁晓夫干涉他党内政的做

法，是由其局限性所决定的。其一，他仍然在国际共运传统的框架内思考问题，要求一致性，

即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应该统一执行中共的路线方针，这是国际共运要发展所能走的惟

一正确的道路。其二，他依旧将党际关系混同于国家关系，中苏两党的矛盾已到了不可调和

的地步，如果苏共不做出实质性让步，接受中共的原则立场，中共就不能再与之求同存异，

发展国家关系。结果，一次偶然事件——马利诺夫斯基的酒后失言，进一步刺激了毛泽东，

激化了中苏两党矛盾，中共以此为口实，谈判中的干涉立场更趋强硬，引起苏方的强烈反应。

毛泽东的“火力侦察”就此结束。中苏双方最终没有把握住这次实现和解的客观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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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ST CHANCE? NEW ATTEMPT OF COMPROMISE BETWEEN SOVIET  
AND CHINESE COMMUNIST PARTIES AFTER KHRUSHCHEV 

 
After the removal of Khrushchev in 1964 CPC sent the delegation headed by Zhou Enlai in order to make clear the at-

titude of the new Soviet leaders to China. It had also to urge CPSU on  reversal of general line of 20th Party Congress. 
But there were no real conditions for reconciliation at that time between CPC and CPSU. They had no reserves for making 
a compromise on the main problems discussed. The incident with Marshal Malinovskiy before the talks put an additional 
obstacle in this way. So, we can’t call it as «the lost chance» because there was no chance of this kind at all. 

Keywords: Khrushchev, Mao Zedong, Zhou Enlai, CPC–CPSU, 20th Party Congress, Marshal Malinovskiy. 
 
 


